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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社会网络视角实证分析董事网络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机制，并考虑产

权性质的权变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程度呈显著的 U 型关
系，揭示了董事网络在大股东掏空治理中的 “双刃剑”作用，进一步地，把样本分为国
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发现这种 U 型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另
外，研究还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中心度普遍偏高，存在 “过度连锁”的现象。
研究为企业及监管部门规范董事兼任行为、抑制大股东掏空、增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新的
经验证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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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我国特有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环境下，大部分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演化而来，国有股独占鳌头

的局面一直存在，尽管股权分置改革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股权集中的现象依然

比较普遍。伴随着股权集中现象的产生，随之而来的是大股东利用控制权对中小股东利益的 “掏
空”，大股东掏空行为损害了投资者利益，给公司和整个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
响。因此，理论界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焦点也逐步由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转向了大股
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董事会因其监督职能而在抑制大股东掏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
有文献表明董事会特征变量，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等均显著影响了大股东掏空行
为［1］［2］［3］。但这些研究仅仅将董事会成员当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理性和自利的个体，而非网络中相
互影响的群体成员之一，从而忽视了董事会关系属性的作用。而董事在两个或以上董事会同时任职
的情况即董事网络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4］［5］，董事从所处社会网络中获取的社会资本对其治

理作用的发挥产生了很大影响［6］。如，2006 年我国著名民营企业复星集团通过连锁董事网络进行
关联交易、利益输送，进而掏空其下属公司而备受关注。鉴于此，本文把董事网络纳入大股东掏空
问题的研究是极佳的视角和突破点。
国内学者在国外经典理论框架下研究董事网络对我国公司治理效率及其经济效果的影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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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董事网络可以为董事和公司带来更多的信息

和资源，提高了公司决策效率，董事从网络中获取的社会声誉也促使其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

进而起到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田高良等( 2011) 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公司财务绩效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7］。徐二明等( 2014) 证实连锁董事比例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社会绩效［8］。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广泛镶嵌于企业间的董事网络容易导致成员之间的共谋，精英圈子的存在催生了他们之间的包

容与妥协，从而影响董事治理的有效性及公司绩效的提高［9］［10］［11］。任兵等( 2007) 指出在治理失灵
的情况下，董事网络沦为社会凝聚的工具，董事网络中心度显著降低了企业绩效［9］。而关于董事
网络对大股东掏空行为影响的文献则凤毛麟角，相关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越来越多的学者

认识到他们之间并非相互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马金城等( 2009 ) 分析复星集团对其子
公司进行掏空和支持的案例，首次提出董事网络是控股股东掏空公司的手段［12］; 陈运森( 2012) 发
现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第二类代理成本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3］; 彭正银等( 2013) 指出连锁
董事现象和关联交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但尚未对董事网络与关联交易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机理

做出解释和验证［14］。
那么，董事网络对大股东掏空行为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是抑制还是加剧? 在我国所特有的制

度背景下，不同产权性质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由于董事在网络中所处的中心位置不同，其获

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也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其公司治理动机、能力及效果也截然不同［13］。基于此，
本文选取 2012 ～ 2016 年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验证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
同时考查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表现。本文的贡献在于: ( 1) 从董事网络视角系统验证其对大股东
掏空行为的影响，把董事的社会关系属性纳入该问题的研究中，为大股东掏空问题的研究提供新视

角; 拓展了我们对大股东掏空行为影响因素的认知边界。( 2) 在“董事网络—企业绩效”系列研究
的基础上，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综合资源依赖理论、声誉激励理论、忙碌董事学说等，深入探
索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机理，验证董事网络的直接治理效应，丰富和发展了网

络治理的经济效果研究，为网络治理相关文献提供了增量证据。( 3) 与以往文献中验证的线性关系
不同，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

的 U型关系，并进一步考查了产权性质这一情境因素的影响。区别于以往文献揭示的正面治理效
应或负面影响，本文证实了董事网络的 “双刃剑”作用，为我国企业及监管部门规范董事兼任行
为、抑制大股东掏空、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 一) 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

董事主要通过履行其监督职能来抑制大股东通过各种隐蔽手段来掏空公司的目的。而董事监督
职能的有效发挥不仅依赖于其固有的人力资本，更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15］。依据资源依赖理论，
董事网络是联结企业内外部资源的重要通道，有利于企业间资源共享、信息传递以及经验的积
累［16］。处于网络中的董事，可以凭借其有利的战略位置、较高的活跃程度，更快、更准确地获取
各类异质性资源［17］; 学习效应又促使他们把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传递到其监督与决策职能的发挥过

程中，提高了董事的治理效率。另外，根据声誉激励理论，处于网络中的董事，由于对涉及治理行
为的资源获取更加有效，因而能够形成积极的声誉和更高的声誉价值［18］; 出于对声誉资源的重视

和维护，董事们倾向于通过更加勤勉和尽职尽责的工作，来避免因自己监督不到位或决策失误而给

公司带来不良后果。中心度是衡量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关键指标，若公司董事与其他公司董事之间
构建了大量的直接关系，则意味着其具有较高的中心度。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断: 董事网络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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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越有助于其获取治理大股东掏空的关键性信息，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弥补信息缺失，增强

对大股东各种“隐性”机会主义行为的识别和监督能力，进而有效治理大股东掏空行为; 根据信
号理论［19］，董事在网络中的中心度越高，其获得的声誉往往也越高，而更高的声誉促使董事具有

更强的动机通过有效监督来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提升公司价值和市场影

响力。
然而，过度连锁( 董事连锁的数量超过一定界限) 则会削弱董事的治理效应，甚至恶化委托代

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对董事履职投入度和独立性的损害［20］。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董事应该代表股
东和公司利益履行各项职能，但当董事在网络中因其过高的中心位置而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本、获
得了更多控制权时，则会导致董事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不兼容，此时，董事们对履职获得的回报已

并不看重［21］，因而削弱了其监督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积极性; 甚至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董事借助社

会网络捞取个人资本，或与经理层、大股东等进行合谋［22］，加剧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发生。另外，
根据“忙碌董事”学说［23］，董事之间的过度连锁决定了其经常需要面临超额的工作量，忙于应对
不同公司的各种事务和会议; 鉴于董事个人能力、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忙碌董事客观上降低了其
治理行为的参与度，削弱了监督效力的发挥［24］。独立性是董事发挥治理效应的必要条件［25］，董事
网络带来社会资本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从各个方面影响了董事独立性，过度连锁导致其在履职过程

中需考虑不同企业和股东的利益诉求; 领导精英圈子的存在，使得董事更多的按照阶层利益思考问

题，连锁董事与其他公司董事、高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使其在履职过程中变得宽容和中庸，丧
失独立性［26］，进而弱化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作用。综上所述，过度连锁从主观和客观上降
低了董事履职的投入度，影响了其独立性，削弱了董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作用，甚至导致

“串谋”等机会主义行为，加剧大股东掏空的发生。
综上，本文认为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的 U

型关系，即随着董事网络中心度的提高，董事网络对大股东掏空程度的影响经历了由抑制到加剧的

过程。据此提出假设 1:
假设 1: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水平呈先降后升的 U型关系。
( 二) 董事网络中心度、产权性质与大股东掏空
在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国有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产权性质不同，董事网络这一重要社会资本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
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董事会的各项干预较大，在国资委及地方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下，董事会实

际权力受到很大约束，董事在决策过程中难以 “发声”，董事会往往形同虚设; 且国有上市公司的
大股东往往更为强势［13］，他们掌控了公司董事的聘任权，因此，董事往往是大股东的代言人，他

们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监督治理作用比较有限，自然也削弱了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

影响。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市场化运作机制促使董事会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各项职能，董事会实际
权力较大，董事能够从社会网络中更有效的获取治理性信息和资源，同时也为其机会主义行为提供

了土壤，因此，相比国有企业，董事网络中心度在民营企业中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
据此提出假设 2:
假设 2: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 U型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12 ～ 2016 年 A股全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符合以下条件的样本: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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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资料缺失的样本; ( 2) 相关公司治理指标缺失的样本; ( 3) 金融类企业和 ST企业，最终共
获得 10108 个样本。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为了获取董事网络相关数据，首先，通过
Excel表格对样本企业董事会构成原始数据作汇总处理，为保证信息不重复，对董事的个人信息进
行核对，包括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将统计信息不同的同名董事进行剔除; 最后构建了“A股
全样本董事网络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公司名称、所在地等基本信息; 公司主要财务数
据; 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两职分离、连锁董事等董事会信息。在实证分析中，采用 UCI-
NETS6. 0 软件计算董事网络中心度，回归分析使用的是 STATA14. 0。
( 二) 研究模型及变量定义

本文旨在验证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之间的 U 型关系，同时考虑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中的差异，因此，设定一个线性模型和一个非线性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Tunnelit = α1 + β1Lock － Cit + λn∑Controlit + ε1 ( 1)

Tunnelit = α1 + β1Lock － Cit + β2Lock － Cit
2 + λn∑Controlit + ε1 ( 2)

其中 i代表第 i种类型的企业，i可以取 3 个值 0、1、2，其中 0 代表全部企业，1 表示民营企
业，2 表示国有企业，t代表年度。变量解释如下:

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大股东掏空( Tunnel) ，大股东掏空行为有很多种方式，但最主
要最普遍的方式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Jiang et al. ( 2010) 指出以资金占用作为衡量大股
东掏空的代理变量非常适合中国情境［27］。而其他应收款账户年末余额几乎都是大股东侵占上市公
司的资金［28］，所以，我们采用其他应收款 /总资产作为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测量指标。

2.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董事网络中心度( Lock-C) ，借鉴相关文献［29］，选取程度中心度作为
董事网络中心度的测量指标，它是指与某公司董事存在直接关系的其他董事数量之和，衡量的是董

事活跃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Lock － Ci =∑

j
Yji / ( m － 1) ( 3)

其中 i为某董事，j为除 i之外的其他董事，Yji表示由董事联结形成的网络矩阵，若两个董事

( i和 j) 同在一个或以上企业任职，则 Yji = 1，否则为 0，m 为董事总数，( m － 1 ) 用来消除规模差
异的影响。

3. 控制变量。首先，选取了董事会特征变量，独立董事比例( Indr) 、董事会规模( Board) 、两
职合一( Dual) 作为控制变量; 其次，选取了股权结构变量，股权制衡( S) 、股权集中度( Top1) 作为
控制变量。最后，根据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还采用了公司规模( Size) 、财务杠杆( Lev) 作为控制变
量，同时控制行业和年份。变量定义和测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 代码 定义

大股东掏空 Tunnel 其他应收款 /资产总额
董事网络中心度 Lock-C 见公式( 3)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是为 1，否为 0
独立董事比例 Indr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 /总股数
股权制衡度 S 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财务杠杆 Lev 公司期末资产负债率

公司规模 Size 公司期末资产的对数

年度 Year 虚拟变量

行业 Industry 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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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从各上市公司的掏空程度来看，差别较大，最大值为
0. 997，最小值为 0，说明个别企业存在严重的大股东资金侵占现象。董事网络中心度的均值为
0. 535，说明董事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我国企业间已比较盛行，其最大值为 0. 712，最
小值为 0. 041，各企业之间网络中心度存在较大差异，个别企业存在过度连锁的现象。从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来看，其均值为 0. 358，说明股权分置改革以来，股权集中的现象在我国依然比较普
遍; 从股权分散度来看，其均值为 0. 217，最大值为 0. 663，最小值为 0. 004，说明我国企业股权分
散度不高，还需要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来。独立董事比例均值为 0. 373，已基本
达到证监会规定的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的规定。两职合一的均值为
0. 279，表明我国 27. 9%的上市公司存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情况。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unnel 0. 081 0. 119 0 0. 997
Lock-C 0. 535 0. 066 0. 041 0. 712
Top1 0. 358 0. 154 0. 022 0. 900
S 0. 217 0. 131 0. 004 0. 663

Dual 0. 279 0. 449 0. 000 1. 000
Board 8. 745 1. 753 4. 000 22. 000
Indr 0. 373 0. 056 0. 182 0. 800
Lev 0. 447 0. 337 0. 007 13. 397
Size 21. 856 1. 296 14. 200 29. 200

( 二) 回归结果分析

在做多元曲线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做了相关性检验，各相关系数均小于 0. 2，说明变量之
间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多元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1 的全样本结果显示，董事网络中
心度与大股东掏空程度在 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 143; 在模型 2 中引入董事网络中
心度的平方项，发现二次项与大股东掏空在 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 495，且与模型
1 相比，其相关系数与拟合优度( R2 ) 均有了显著的提高，说明模型 2 的 U 型关系能够更好地拟合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即适度的董事网络中心度有助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
为，但过度连锁则会加剧大股东掏空程度，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之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关系，假设 1 得到验证; 说明董事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其带来积极治理效应的同时也不可
忽视其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与马金城等( 2009) ［12］在案例研究中提出的连锁董事是
大股东掏空手段的结论有所不同; 也区别于 Larcker et al. ( 2013) ［6］一味呼吁的董事非正式网络关系
的正面治理效应。进一步地，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董事网络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是否有所
不同? 从分组检验结果来看，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董事网络中心度的平方项与大股东掏空程

度均在 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 657、0. 305，说明它们之间的 U 型关系在国有、
民营企业中均是成立的。但是相比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中董事网络的治理效率降低了 53. 6%
( ( 0. 657 － 0. 305) /0. 657) ，并且其拟合优度更低，说明在民营企业中，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
掏空行为之间的 U型关系更为显著，在国有企业中表现的更弱，假设 2 得到验证。控制变量的回
归结果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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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全样本

模型1 模型2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模型2 模型2
Lock-C 0. 143＊＊＊( 8. 73) － 0. 282＊＊＊( － 4. 79) － 0. 431＊＊＊( － 2. 61) － 0. 149＊＊( － 2. 06)
Lock-C2 0. 495＊＊＊( 7. 54) 0. 657＊＊＊( 4. 02) 0. 305＊＊＊( 3. 71)
Top1 0. 001＊＊＊( 6. 36) 0. 001＊＊＊( 6. 60) 0. 001( 1. 01) 0. 002＊＊＊( 3. 73)
S － 0. 001＊＊＊( － 6. 02) － 0. 001＊＊＊( － 6. 21) 0. 000( 0. 50) － 0. 001＊＊＊( － 4. 35)

Dual － 0. 002( － 0. 63) － 0. 002( － 0. 51) 0. 001( 0. 12) 0. 003( 0. 52)
Board － 0. 000( － 0. 31) － 0. 000( － 0. 46) － 0. 009＊＊＊( － 2. 95) － 0. 006＊＊( － 2. 24)
Indr 0. 046( 1. 57) 0. 040( 1. 37) － 0. 168＊＊( － 2. 49) 0. 105* ( 1. 78)
Lev 0. 015＊＊＊( 3. 98) 0. 015＊＊＊( 4. 06) 0. 016( 1. 38) 0. 019＊＊＊( 3. 50)
Size － 0. 005＊＊＊( － 3. 71) － 0. 005＊＊＊( － 3. 13) － 0. 065＊＊＊( － 12. 27) － 0. 034＊＊＊( － 7. 48)
I /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 113＊＊( 2. 57) 0. 182＊＊＊( 4. 07) 1. 739＊＊＊( 13. 12) 0. 880＊＊＊( 8. 30)
Adj R2 0. 113 0. 182 0. 201 0. 168

注: 小括号内数值为 t值; ＊＊＊、＊＊、* 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

( 三)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之间 U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图 1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行为关系图

由以上分析可知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程度之

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模型 2 的一次
项回归系数与二次项回归系数计算出我国董事网络中心度

的极值点为 0. 285，而从 2012 ～ 2016 年的中心度均值来看
( 见表 2) ，明显高于该极值点，说明我国企业在构建董事
网络时一味注重连锁关系数量的增加，从而容易陷入 “过
度连锁”的陷阱，这与曲亮等( 2014) 发现浙江省连锁董事
网络构建重“量”不重“质”的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处［30］。
也说明我国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主要

处于 U型关系的上升阶段，即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大股
东掏空行为越严重。过度连锁不仅削弱了董事履职的投入度和独立性，也不利于董事个人利益与公
司利益的兼容，导致其产生网络寻租的动机，与其他管理层、大股东形成 “圈子”来掏空公司，
甚至发生窝案、串案，给投资者和整个制度设计带来冲击［31］; 当前一些大型企业腐败案件呈现出
集团化、网络化的特征，就是形成依靠权力非法获取利益的 “圈子”，比较典型的有中国移动窝
案、中国石油窝案等。因此，过度连锁所带来的监督效率弱化和串谋风险不容忽视。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首先对模型进行了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发现检验结果基本一
致。其次，对于解释变量，借鉴相关文献，采用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及中介中心度的乘积作为
董事网络中心度的测量指标，实证结果依然支持前文的主要结论。最后，对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以及考虑到董事网络对公司治理影响的滞后性，对解释变量作滞后一期处理，以降低机械相关

性，发现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改变。因篇幅限制，在文中不再一一展示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 2012 ～ 2016 年 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 1)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程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的 U
型关系，即董事之间的适当兼任和嵌入有助于其获取丰富的治理性信息，增强治理能力，更高的声

誉也促使其具有更强的动机发挥外部治理作用，因而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 但过度连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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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主观和客观上削弱董事履职的投入度和独立性，导致董事与大股东合谋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发

生，进而加剧大股东掏空。( 2) 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这种影响机制有所差异，相比国有企业，在民
营企业中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大股东掏空程度的 U型关系更为显著。( 3) 另外，更进一步地发现我国
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董事网络中心度过高的现象，需重视董事过度连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不仅要从企业内部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以及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

出发，更要关注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层面，连锁董事作为高层管理者在跨组织边界上的网络联

结，无疑对企业行为和公司治理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企业应主动创造构建董事联结的机
会，建立起有效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董事网络外部治理效应，并尽量优化自身在网络中的位置，

保证董事能够充分获取和利用嵌入在网络中的信息、资源、知识等各类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也不
可忽视由于其过度连锁而带来的负面效应。董事可能出于建立自身关系网络、提升个人声誉价值、
增加报酬等动机而在多家上市公司兼任，进而构建了董事网络，而这种网络将更多的服务于连锁董

事个体，削弱了企业从中获取的收益。因此，监管部门需适当约束董事之间的兼任行为，对董事兼
任数量、企业类型、和地域进行适当限制; 明晰连锁董事运行机制，对其工作进行制度化过程考
核，以防利用董事网络谋取私利; 并制定适当的现代企业激励机制，提高连锁董事参与治理监督的

积极性，增强其在监督大股东与管理层、维护利益相关者利益方面的公司治理能力。
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大股东掏空问题，为该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视角，丰富和深化了网络治理

相关研究; 在样本数据的选择上，采用了 A 股全样本数据，弥补了之前研究在样本量上的不足和
片面性，使得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当然，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在数据获取方面，未能获
得非上市公司董事网络数据，使得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中国情景下的董事网络构建
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别［32］，在关注其正面治理机制的同时还需重视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本

文只探讨了董事网络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未来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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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Director Network Centrality on Large Shareholders Tunneling:
Restrain or Intens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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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or network and tunneling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social network and in ligh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perty right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 that the direc-
tor network centrality is significantly U-type related to the tunneling level，which reveals the“double-edged sword”function of
the director network in the governance of tunneling of major shareholders. When the samples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state-
owned and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grouping regression，it is found that the U-type relationship is more significant in pri-
v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ddition，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director network centra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is generally of
a high level and there exists the phenomenon of“excessive chain”. The study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director interlocking，restrain the tunneling of
large shareholders and enhance investor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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